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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的性格形成理论研究

———基于教育学与伦理学相互关系的视角

彭韬 １　林凌２

（１．柏林洪堡大学教育学院，德国柏林 １００９９；２．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赫尔巴特将道德性视为人的“全部目的”，道德教育是通过性格形成而实现的。他克服了
康德关于性格的二元论，将人的性格视为一种可塑的性格，并将教育行动和道德判断建基于一种审美

的因果性。在这两项努力的基础上，赫尔巴特一方面提出了伦理学的道德判断理念，将教育纳为伦理

学的必要环节之一；另一方面则建构起系统的教育理论，说明了实践理念对教育行动的规定以及通过

教育而在人的性格上实现道德性的途径。以此，赫尔巴特在其关于未成年人性格形成的理论中形成了

教育行动和实践理念在感知－审美层面的一种相互关系。
　　关键词：性格形成；教育学；伦理学；相互关系；赫尔巴特；道德教育

　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赫尔巴特（Ｊ．Ｆ．Ｈｅｒｂａｒｔ）在１８０４年发表的《论作为教育主要任务的对世界的审美展示》一文中提
出：“使学生自己认为，自己在弃恶扬善。这就是性格形成（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ｂｉｌｄｕｎｇ）！”（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
ｐ．２１７）这是赫尔巴特教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其教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纲领。这个核心纲
领已经将教育影响和道德判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教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这个经典问题（Ｋｕｒｔ，
Ｄｅｔｌｅｆ，２００８）在赫尔巴特的性格形成纲领中就是一个首要亟待澄清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在对赫尔
巴特有关性格形成的理论进行诠释时厘清教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说，教育学与伦理学的

关系问题也是理解赫尔巴特性格形成理论的一个关键视角。

教育学与伦理学自古就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前现代时期政治学和伦理学支配着教育的原则。到

了西方“作为科学的教育学”肇兴的十八、十九世纪，现代教育学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Ｂｅｎｎｅｒ，
１９８３，ｐ．２５９），现代教育的原则获得了一种“自身逻辑”的表述（彭韬，本纳，２０１７）。首先对这种教育自
身逻辑进行系统理论建构的就是赫尔巴特。在他的整个建构工作中，首要涉及的就是教育学和伦理学

的关系。关于此关系的一个纲领性论断同样也出现在１８０４年的《论作为教育主要任务的对世界的审
美展示》一文中，即“教育的整个使命都可以纳入道德性（Ｍｏｒａｌｉｔｔ）这个概念中”（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
ｐ．２１３）。这一观点在其晚年的《教育学讲授纲要》中则得到了这样的呼应：“实践哲学……说明教育的
目的”（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ａ，第３页）。但《教育学讲授纲要》中所呈现的“某种僵化成分”却也导致了人们
对青年赫尔巴特作品中“每一条开放的途径”的忽视（诺尔，２０１５，第１７７页），致使其中的伦理学和教育
学往往被误解为存在于一种单向的支配关系中。而事实上，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副标题“由教

育目的引出的普通教育学”（这个副标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参见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１，ｐ．６６）就已表明，教
育学有其自身的目的、逻辑和原则，实践哲学虽然“说明”教育的目的，但教育学和实践哲学（伦理学）

并非处于一种支配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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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在教育学与伦理学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下诠释赫尔巴特的性格形成理论，并以此呈现

出，赫尔巴特思想体系中的教育学与伦理学处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中，以及赫尔巴特是如何为道德

性格的培养建立起一个自身逻辑的教育行动理论体系的。

一、性格形成理论的两个基础

赫尔巴特在《论作为教育主要任务的对世界的审美展示》中写道，道德性是人和教育的最高目的

（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ｐ．２１３）。但同时，他在教育的立场上还对教育的任务做了另一种说明：“如果将教育的
事务作为一个唯一整体加以正确地彻底考察……是可能的，那么教育的诸任务就必须先可能被理解为

一个唯一的任务。”（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ｐ．２１３）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道德性作为人和教育的最高
目的是“至高的善”，却还不是“完满的善”（康德，２００３，第１５１－１５２页），如果再将实现道德性理解为
人和教育的“唯一任务”，就必然导致一种目的论的等级关系———将教育视为实现道德性的手段。也就

是说，道德性被视为最高的、自身即目的的善，而教育是相对低级的、为实现最高目的而作为工具的善

（亚里士多德，２００３，第１６页）。这种目的论的等级观念既是等级社会的产物，也会沦为社会等级性的
合法化工具。在这种观念下，实践主体将不可能做到将每个人“同时视为目的”（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７，ｐ．２１）。
赫尔巴特扬弃了这种自身不包含其他目的的作为最高目的的道德概念，从而提出了道德性作为人和教

育的“全部目的”（ｇａｎｚｅｒＺｗｅｃｋ）的概念。一方面，在追求任何一种目的时，都应遵循实践哲学提出的理
念；另一方面，实现道德性，并不是实现一个“最高目的”，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目的的实现，即实现实践哲

学的全部理念，从而达到一种“完满的善”。而这里的“全部目的”中就包括教育的目的。

然则，对于作为“全部目的”的道德性而言，康德伦理学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物自体”的绝对命令对

意志的直接规定，是不足的。于是，作为康德主义者同时也是康德批判者的赫尔巴特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赫尔巴特对康德哲学中的道德性概念进行了一种质料的填充，一方面在实践哲学中对道德

法则进行具体化，另一方面在教育学中指出通过教育推进实现道德性的途径。为此，赫尔巴特首先指

出了道德性的“现实可能性条件”：形成明智的意愿并服从于自己的明智意愿。这里的核心环节落在了

判断力上：“明智这个词首先可以理解为对意志做出的审美的（还不是道德的）判断。”而教育的任务之

一就是实现明智（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ａ，第９页）。“明智”（Ｅｉｎｓｉｃｈｔ）这种“审美判断”本质上就是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所提出那种“鉴赏判断”，它区别于道德判断那种与自身爱好相对立的反省特质，是一

种“直接的”“无论证的”判断（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０，ｐ．７４）。而“明智”的规定根据则在于实践哲学的理念中。
“明智”能够从各种意志中“不假思索地”直接挑选出有德性的意志，从而形成道德行动的命令。因而，

在这个“意志 －判断 －命令”关系秩序中所存在的必然性，只能是一种“审美的（感知的）必然性”
（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ｐ．２２０）。在这里，“审美”一词是在希腊词“ａｉｓｔｈｅｓｉｓ”的本
义上使用的，“它既指感官的感知，又指精神的感知”（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３，ｐ．７７）。这就是说，“明智”作为道
德性的现实可能条件的一个核心环节，是一个可塑的、受到道德法则规定的环节。它所基于的那种审

美（感知）的必然性形成了一个主体间性的、身体性的场域，建立了性格形成理论的第一个基础。

第二，赫尔巴特反对康德哲学对人的性格的割裂，提出以性格的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间的互动取

代康德哲学中经验性品格和理知品格（德语的“品格”和“性格”都是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一词）之间的二元对立。
康德的“绝对命令”存在于所谓的“理知的品格”中，他断言“每个尽管与其他现象共处于实践关系中的

行动都是纯粹理性的理知品格的直接结果”（康德，２００４，第４４６页）。理知的品格是一种与时空无关
的、不受影响的品格，它直接决定着现象界的“经验的品格”，在此视角下，人的品格就无法用连续的、发

展的眼光去认识和观察，教育也就毫无立足之地。而在赫尔巴特看来，道德对于教育者而言是一种“事

件”、一种“自然现象”（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ｐ．２１５）；教育是有其开端和发展的，如果不考虑教育的这一属
性，那么“教育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了”（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９，ｐ．１８）。因此不能让“先验自由之风”吹入教
育者的领域（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ｐ．２１６）。对于赫尔巴特来说，教育是否“可理解”，首先取决于人的“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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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Ｂｉｌｄｓａｍｋｅｉｔ）能否得到承认。可塑性指的是人“由不定型向定型”的过渡，尤其表现为人类所特有
的“从意志到道德”的可塑性（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ａ，第３页）。可塑性一方面显然是一种经验性的个体特
征，另一方面却也是人的“此在”的一种先天结构特征，因而，可塑性是教育学的“基本概念”，承认可塑

性这一原则是教育思想和行动的结构性原则（本纳，２００５，第４４－５０页）。借助于可塑性概念，赫尔巴
特克服了康德关于人的“品格”的二元论，将人的整个性格放在时间维度中，理解为一种可感知的、可评

判的、动态发展的性格。这是赫尔巴特的性格形成理论的第二个基础。

从这两个基础可见赫尔巴特对感性论的重视，这不仅跟裴斯泰洛奇对赫尔巴特的深刻影响有关，

也与十八世纪德国发展起来的一种主体主义美学相关。这种新美学以审美主体为前提，以鉴赏问题为

主题，将人的个体性置于核心，从而实现了一种范式转化：不再仅仅将人视为拥有普遍纯粹理性的思辨

的人，而更将人视为感知－行动的独特的人（Ｓｕｚｕｋｉ，２００８，ｐ．１４８）。赫尔巴特正是从其感性论中建立
起了他的实践哲学和教育学，也以此搭建起了教育学和伦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平台。他将道德性的实

现途径落实在了人的审美判断（“明智”）和道德行动（对“明智”的服从）上，从而将康德实践哲学中那

种彼岸恒定的德性赋予了一种现实发展的可塑性；又将教育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对世界的审美展示”，

把教育建立在人的可塑性之上，从而指出通过教育将道德性在人的可塑性格上实现出来的途径。

二、道德判断的基本原理

如上所述，“明智”是实现道德性的第一个条件，而“明智”的规定根据就在于赫尔巴特实践哲学中

的道德判断理念。

赫尔巴特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和“［审美］判断力批判”之间发展出了他的《普通实践哲学》

（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７，ｐ．３９）。康德曾指出，审美的反思判断力以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为基础，这种合目的性
表现为，道德目的（终极目的）要在自然界实现出来。由此，反思判断力就连接起了现象界和“物自

体”、自然和自由、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康德，２０１７，第２４－２６页）。赫尔巴特运用并发挥了由康德奠
基的“审美判断力的因果性”，提出了“审美（感知）的必然性”，将其视作在实践问题中评判意志的那种

判断力的因果性（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３，ｐ．７２），并将其作为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共同的作用机制，从感性论中
推导出了“实践理念”（Ｂｅｕｔｌｅｒ＆Ｈｏｒｓｔｅｒ，２００８，ｐ．８）。按照他在《哲学导论讲义》中的说法，实践哲学
是美学的“最重要的部分”（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９９３，ｐ．１３０），因此道德判断也是一种鉴赏判断。那么，赫尔巴特
是如何利用判断力的审美的因果性而将康德的绝对命令具体化为诸“实践理念”的？

在《普通实践哲学》中，赫尔巴特首先为哲学进行了定位：“哲学根本不作判断，但是，哲学使人会判

断。”接着，他阐述了哲学“使人会判断”的原理：“哲学是通过正确地表述对象———即通过对对象的完

全理解———来教人做正确的判断的。”（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４）在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基调下，赫尔巴
特就“正确地表述对象”这个问题做了考察并对善恶论、道德学说和义务论进行了批判：这些理论“只认

识到意志，并总想以某种方式使意志成为其自身的范导”，因而“从未看到过意志的尊严”（Ｈｅｒｂａｒｔ，
１８５１ｂ，ｐ．１４）。于是他提出：要唤起“对意志的判断”。在对意志进行判断时，判断不应受意志的力量
所影响，因此道德判断是一种“无意志的”判断，其对象是“意志的图像”（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１１）。“意
志的图像”是按照“意志关系”与无意志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当人对意志关系形成了“完全的表象”

时，就会“对全部单纯的意志关系产生见解”（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１９），形成对意志关系的“基本判断”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Ｕｒｔｅｉｌｅ）（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１２）。这种审美判断力可以追溯到人类感知的“生产性的接受
性”（Ｐ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５，ｐ．９５），即在感知的同时就产生对感知对象的评判；但判断力又不同于对行动者发
出命令的意志，而是一种非行动的、静思的，却又能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断的官能（阿伦特，２０１３，第２７
页），也即一种能够基于“普遍的立场来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反思”的官能（康德，２０１７，第１０５页）。这
种“基本判断”会形成一种“道德上的美”。这种“道德上的美”是“单纯的、原初的、独立的”，它脱离了

品味和欲求的对立，能够“站在自己的高度，微笑着俯视道德体系”（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２４）。这样，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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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特就取消了美德理论、义务论和善恶论对实践主体所形成的“他律”关系，而达到了真正的意志自

律：道德判断既不来自某一给定的价值（如善恶论），也不来自某一美德的规定（如道德学说），也不来

自直接进行单向规定的道德命令（如义务论），而是来自处于发展成型过程中的良知———“良知也一同

进入剧中”（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ａ，ｐ．２３０）。对（诸）意志的判断不仅是对意志进行的评判和甄别，也是赋予
意志以道德价值的过程，更是承认和尊重判断者人格的环节。赫尔巴特的伦理学进行了一种从“你要

这样行动”到“你要这样判断，并将自己的判断提升为自己要服从的命令”的伦理学视角转换。

既然道德判断来自人感知到的意志关系表象，那么，对同一种意志关系的判断是否因人而异？赫

尔巴特秉持康德美学的基本立场，明确肯定了鉴赏判断的普遍性：“对相同的关系的完全表象”“在任

何条件下”都会引起“相同的判断”（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２７）。他将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判断结果概括为
“实践的理念”（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Ｉｄｅｅ），它们是“不需要感官直观或意识的偶然事件而直接在精神上预先形成
和获取的东西”（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３０）。于是，赫尔巴特基于对意志关系的分类，总结出对单纯意志
关系的“完全表象”所产生的五种“基本判断”，并由此推导出关于社会和政治的五个对应的理念。这

些理念构成了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实践哲学基础。

如上所述，道德判断绝不可被意志直接决定，而必须对意志进行考察、审查和评判。赫尔巴特将这

一理念称为“内心自由”。内心自由既是道德判断和道德自律的前提条件，也是所有实践理念的纲领，

其他的理念都可以理解为内心自由理念在不同意志关系上的贯彻（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７，ｐ．１２４）。这种内心
自由跟康德哲学中超验自由是不同的，康德那种“任何教育学也许都不知道”的超验的自由是赫尔巴特

的哲学“谴责”的对象（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６４页）。
“内心自由”涉及的是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和判断之间的一般关系。从量上说，如果一个人具有

多个意志，那么这种意志的多数性能为道德判断提供选择自由（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３，ｐ．１５２）；但是，同时存在
的多种意志并不因其各自的强弱程度而具有被选择的应然性。这是人的来自自然本性的“完善”

（Ｖｏｌｌｋｏｍｍｅｎｈｅｉｔ）的要求。“人的完善就在于，其各种追求能并驾齐驱，而且合起来能够填充它们所指
向的各个观念范围……最后，它们共同发挥作用，能产生可能的最大的效果。”（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３９）
这种仅仅在量的方面进行规定的理念，尚不具备对意志的质性评判功能（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３，ｐ．１５３），但却
是道德性的基础，因为如果人的个性“仅仅是并且强烈地追求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这种个性是“不符

合德行的形式的”；反之，“如果个性……越是表现出平衡的多方面兴趣，就越接近德行的形式”（Ｈｅｒ
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１２６）。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完善”理念与“教育性教学”的实质性联系。

道德判断的体系必然涉及不同理性存在者的不同意志间的关系，但在涉及人际间可能存在的意志

冲突之前，赫尔巴特特别重视判断者自己的意志和想象的陌生人的意志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第

三种实践理念“善意”。善意就是对一个不认识的“你”的无目的的好意，它的原则是，道德判断“绝不

允许与个人愿望的偶然联系”，“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它直接地、无动机地对他人的意志好”（Ｈｅｒｂａｒｔ，
１８５１ｂ，ｐ．４４）。这种直接、无动机的善意是人在具体情境中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早在古希腊时期亚
里士多德就谈到了善意，但他认为善意只适用于朋友；而启蒙运动以来，康德和赫尔巴特把善意的理念

推广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关系上，善意不仅针对朋友，也针对陌生人（Ｂｅｎ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ｐ．１０７）。
这也是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所带来的必然转变。“善意”的理念在赫尔巴特教育学中尤其具

有深远的意义，它体现为对学生未被规定的可塑性的承认（Ｚｉｒｆａ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７０－１７１）。
接下来赫尔巴特讨论了现实情境中两个理性存在者的不同意志间产生冲突的情况，这引出了“法”

的理念。当两个理性存在者的不同意志发生冲突时，双方须恪守“内心自由”并承认对方的“内心自

由”，一方面必须要允许有不同的欲求，另一方面还必须坚持一种对他人的无功利的善意。这样，双方

就能在自愿的商谈、让步、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但是，当业已形成的共

识性的规则被违反或破坏时，双方意志就进入了这样一种关系：一个主动活动的意志和一个被动承受

的意志。赫尔巴特在此提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行，打破了原有规则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公正”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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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接受评判，并对已被破坏的规则进行改进或修复（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ｐ．５３－６０）。
总体而言，赫尔巴特根据意志关系所推导出的道德基本判断体系是一个层叠递进的结构，后提出

的理念要以先前形成的所有理念为前提（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３，ｐ．１６１）。在这五个道德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赫
尔巴特还进一步推论出五个对应的社会（政治）性的理念。人及其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实现这十个

理念，反过来说，赫尔巴特的实践哲学是以他的教育理论为前提的（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１，ｐ．７１）。赫尔巴特的
《普通教育学》所描绘的就是如何通过教育来推进实践理念实现的一整套思想和行动纲领：通过教育性

教学培养未成年人的明智（拓展他们的多方面兴趣、推进其思想范围的建设），通过咨询性的训育培养

未成年人对自己的明智的服从（明智地行动、性格的养成），并使未成年人在明智与服从之间能够形成

一种根深蒂固的关系（林凌，彭韬，２０１７），最终使他们的“性格的稳定客体不流于外在，而就是实践理念
本身”（Ｈｅｒｂａｒｔ，１８５１ｂ，ｐ．１２６）。

三、通过教育行动塑造道德性格

赫尔巴特的整个普通教育学理论是“由教育的目的推导而来”的。他将教育目的划分为：纯粹可能

的目的，即意向（Ｗｉｌｌｋüｒ）目的，和必要的目的，即道德（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目的。意向目的在于培养未成年人
的“平衡的多方面兴趣”（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３１页），即培养他们在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中能够出于自
己的“任意”去追求目的的能力。道德目的是“使绝对明确、绝对纯洁的正义与善的理念成为意志的真

正对象，以使内在的、真正的成分———个性的核心———按照这些理念来决定个性本身，放弃其他所有的

意向”（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３２－３３页，译文稍有改动），是对“任意”的道德约束。只有当这两种目的
都达到时，道德性格才能形成。

在这种教育目的的设定中，教育学和伦理学处于相互关系中：一方面，“完善”的理念从形式的、量

的方面规定了教育的意向目的；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念的“完善”理念有待于通过教育性教学来实现。

教育性教学通过拓展学生的经验和交往，让学生具备更完善的思想范围，从而拓展学生精神力量的

“量”，使之能够不受制于意志（内心自由），而依靠知识和判断力对意志进行明智的判断，为道德性格

的形成创造前提条件。善意、法和公正这些实践理念既规定着教育的道德目的，同时又是咨询性的教

育措施（即训育）的根据。实践理念又有待于通过教育者的教育措施和学生的教化（Ｂｉｌｄｕｎｇ）过程而在
个体性格中实现出来。从另一个角度说，道德性格的形成也正是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才得以可能的。

可见，性格形成理论并不专门针对道德教育，也不等同于《普通教育学》中的“训育”部分。道德性

格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培养过程，涉及儿童管理、教学和咨询性的教育（训育）这三种教育行动形式。

（１）儿童管理是维持儿童内心自由的保障性措施。一方面，对儿童的管理只追求一种消极的目的，也即
防止儿童为所欲为，使其避免伤害和不调和的斗争（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８页）；另一方面，儿童的管理
的界限在于“不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使其免受带有积极目的的操纵或灌输而陷入他律。这里

涉及一种教育的“善意”，即“对教育者而言，未来的成人的意愿、因而也包括他在这种意愿中以此意愿

去着手实现的要求的总合，是善意的对象”（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３５页）。这种善意是对学生可塑性的
承认，也就是后来的精神科学教育学在阐释赫尔巴特思想时所特别强调的那种“教育的距离”（Ｍｕｔｈ，
１９６１，ｐｐ．２６１－２７２，２６３）。（２）教育性教学是对平衡的多方面兴趣的培养，是对思想范围的建设。思
想范围对性格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无知即无欲！……思想范围的限制……为性格造成了

限制”（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２０－１２１页）。（３）训育旨在通过咨询性的教育措施在学生的行动中推动
道德对其性格的塑造和加强。“通过训育来形成性格”，这也是教育行动的最终阶段（Ｂｅｎｎ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７－１１８）。在这第三部分，赫尔巴特聚焦于道德（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对性格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通
过训育来推动性格的形成，集中展现了教育学与伦理学相互关系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首先，赫尔巴特对性格的发展进行了形式上的分析，将性格定义为“意志的前后一致性和坚定性”

（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０７页）。如前所述，赫尔巴特将人的整个性格置于经验世界的时间序列上，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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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将性格从时间上划分为主观的部分和客观的部分：性格的客观部分是人已具有的意志部分，性格

的主观部分是人产生的新的意志部分（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０９页）。客观部分来自于时间上在前的经
验，它影响着主观部分；而主观部分既能对客观部分进行评判，又能（在之后）对客观部分进行塑造

（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７，ｐ．９０）。赫尔巴特认为，在人以往的行动中，性格会形成一种“坚定性的禀赋”，他称之
为“意志的记忆”。这种“记忆”不是“通过思考回想到他以前的决心”，而是意志不假思索地“直接作为

其自身重新出现”（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０页）。意志的记忆作为一种恒常的欲求就是性格的客观部
分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如果“精神”作为“理智”（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介入，对其自身及其欲求对象加以考
察，那么性格的主观部分就开始审视和评判客观部分了。赫尔巴特认为，从二者的距离来看，性格的

主、客观部分相分离得越彻底越好，这是“内心自由”的理念所要求的；从二者的异同来看，“两者相合则

加固性格”，两者相冲突则会“损坏性格”（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１页），但这种损坏不是贬义的，而是
表示性格的改变和发展。性格的主观部分对客观部分的持续作用，使人不断地反思自己，从而突显出

性格中较为坚强的部分，使之成为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促进性格达到新一层面的统一，从而能够“使自

己成为内心反省的主宰”（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１页）。然而性格的客观部分和主观部分都是在不断
发展的，因而二者的冲突是一贯出现的，性格的某种程度上的统一状态也是在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上

一再达到的。

接着，赫尔巴特对道德进行了相应的“一体两面”的分析，将道德划分出积极的一面与消极的一面。

主观性格对客观性格依照道德理念做出道德判断，这本身就是积极的，但这还不够：要使道德“化为性

格”，须依靠一种“对善的热情”，因为“只有从道德观的美学威力出发，才可能……把真正的道德化为

性格”（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５页）。这就是说，主观性格依靠道德情感将道德判断转化为客观性格中
对意志的那种直接的审美判断。另一方面，道德判断同时也是主观性格对客观性格的一种冷峻的审

查，因而它“对于那种与判断提出的要求不相一致的性格来说则是消极的”（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３
页）。此时所形成的道德的决定是“我们自己在反对自己”。这种道德上的消极经验使人在主观性格和

客观性格的冲突中依靠道德理念进行一种“自制”（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４－１１５页）。这种自我强制
在人的行动中会使消极道德逐渐内化为积极道德。道德对性格的强化机制如图１所示。

图１　道德对性格的强化机制（Ｂｅｎｎｅｒ，１９９７，ｐ．９４）

　　在时间序列上发生的性格形成过程中，由于性格总是趋向统一的，因而作用于性格的教育行动与
实践理念有了这样的“分工”：教育“把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性格的客观部分”，“道德教诲”则“注意性

格的主观部分”（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０９页）。教育作用于人的客观性格，通过教育性教学建设人的
思想范围；基于实践理念的“道德教诲”则为对意志进行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根据，道德于是在性格中就

可能产生它的效果：性格的主观部分依据道德积极地对性格的客观部分进行评判、质疑、甚至否定，这

部分主观性格在主体的行动中经过冲突和自制，凭借对善的热情，逐步转化为性格的客观部分，形成意

志的记忆。但这一过程并非能够自动进行，而是需要一种符合这一过程机制的教育行动来支持，这种

教育行动的逻辑不同于教学的行动逻辑，于是“训育”就获得了其用武之地（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４６－
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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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训育对“意志的记忆”形成一种“协作作用”，教育者应促使未成年人对自己的意志和选择有

清晰的认识，发挥“支柱”的效果；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ｂｅｓｔｉｍｍｅｎｄ）引导未成年人依据实践
理念对自己的这种意志及其选择（即性格的客观部分）做出确定的道德评判。至此，性格的客观部分已

经呈现为性格主观部分的道德判断对象。此时，教育者应避免“一切可觉察到的干涉”，通过“调整措

施”，“按学生自己提供的衡量尺度来衡量”，从而促使未成年人形成道德的决定，进而形成主观性格中

的原则。最后，教育者应用支持性的措施推动学生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以期“有助于儿童试图坚持

自己原则的斗争”（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４８页），最终使道德原则在与客观性格的冲突中通过自制而
转化为意志的记忆，如图２所示。

图２　通过训育形成性格的过程（Ｂｅｎ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ｐ．１１９）

　　同样是由于性格的这种统一性，教育学与伦理学的“分工”又可以融合为一句整体性的纲领：“使学
生自己认为，自己在弃恶扬善。这就是性格形成！”

“使学生自己认为”指出了那种主体性的、审美 感性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它凝聚着一切教育行动的

根本逻辑，即用适当的教育措施通过学生的感官和精神的感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自发性，去进行认

知、判断、行动。要做到能够自主地“弃恶扬善”，首先有赖于教育性教学在认识和同情两方面发展学生

的判断力，其次有赖于通过主体的行动使实践理念内化到可塑的性格中（赫尔巴特，２０１５ｂ，第１１８－１２０
页）。在此过程中，实践理念为主观性格和教育行动提供着规定根据；教育行动则通过教育措施，促使

学生对自己的行为和动机进行道德评判，促使道德判断转化为审美判断（明智）、主观性格转化为客观

性格（服从），从而使得未成年人的性格的“稳定对象”就是“实践理念本身”。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

赫尔巴特所说的“性格形成”远不止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形成，而更多地包含道德品格的塑造这一

意义。

四、简评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赫尔巴特所做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在伦理学中纳入了有其自身逻辑的

教育的环节。这样，在伦理学所设定的人的“全部目的”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教育同时又以其自身独有的原则系统奠定了一条通过教育行动推动未成年人的道德性格形成的道路。

为此，赫尔巴特在两个方面做了关键性的工作：第一，赫尔巴特进行了一种实践哲学和教育学的美学奠

基，将道德的因果性和教育的因果性都置于感性论的框架中，使教育行动和实践理念得以在感知－审美
的层面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第二，基于判断力的“审美的必然性”，推导出实现道德性的现实条件，进而

指出了“审美地展示世界”的教育行动促进未成年人道德性格形成的途径，这旨在使学生能够使自身服

从于自己的明智；从而使学生成为拥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力和行动能力的现代社会参与者。

赫尔巴特的对性格形成的论述改变了政治伦理对教育原则的单向性规定作用，推进了对现代科学

教育学的奠基，指明了现代教育在自由和强制的紧张关系领域中如何实现对成长中的一代的道德性格

塑造。对性格形成理论的研究和理解，不仅是理解整个赫尔巴特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而且仍能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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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当下的道德教育实践带来启示。它尤其有助于我们反思德育的实效问题以及“学生的思想品德考试

分数很高，但是平时的品行并不佳”这样的现象。从赫尔巴特的性格形成理论中可以看到，实践理念并

不直接塑造性格，道德性格也绝非教育措施的直接结果，以道德性格的培养为目的的道德教育既不是

单纯用管理的手段培养未成年人的行为习惯以适应规则，也不是用现成的道德律令对学生进行灌输；

而是先以专门知识的传授来建设未成年人的思想范围，发展其判断力，进而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意志和

行动进行反思，然后推动他们将这种认识的“知”运用于行动，使未成年人通过行动而将这种认识的

“知”内化为实践的“知”，终于形成“不虑而知”的良知（Ｇｅｗｉｓｓｅｎ）。在这种道德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我
们可以提炼出一种“知识－判断力－行动能力”的结构（彭韬，本纳，２０１７；Ｂｅｎ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ｐ．１９８），
这或许可以对我们学校德育的改革提供一种框架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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